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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是古代中国对以“受命于天”“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抽象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的具体制度安

排，在建构、巩固政治秩序与王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政治统治，统治者将祭祀纳

入国家礼制范畴，实现“超验的宗教信仰同世俗的政治秩序融构”[1]，创制出一套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

化的祭礼。我们所熟知的周公“制礼作乐”的周礼就是古代中国将巫术礼仪理性化和制度化的早期形

态。两汉以后，国家祭礼又经历了“释礼归仁”的过程，同时还吸纳了其他各种因素，传统祭祀活动被抽

象化出了一套祭礼，而祭礼又被周公和儒家全面系统化地创造为一套服务于世俗政权的“宗教——政

治——伦理”体制和“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在人性根源[2]。此后，礼制被广泛用于国家日常政治实践，成

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规范制度，祭礼也因此成为儒家“五礼”之首，获得最高位阶等级。

但实际上，相较于祭祀策略和建构作用的简单想象，在现实操作和行动层面，祭祀对于政治秩序

与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策略性安排和日常实践更为复杂，尤其是线性地观察，从权力中心的统治集团内

部到权力边缘的底层民众，祭祀建构政治秩序的具体策略也相应地呈现出层级类差。基于此，与关注

祭祀在古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作用不同，本文意在突破功能主义的视域，考察古代中国政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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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政治秩序的建构逻辑，从历史行动层面透视权力主体运用祭祀建构政治秩序的复杂性，揭示

统治集团如何运用祭祀这一微观权力术在不同层级建构政治秩序，实现普遍支配，巩固政权合法性。

一、统治集团内部秩序的象征性建构：祭祀“礼数”、祭祀仪式与差序身份

统治集团内部秩序首先表现为一套通过祭礼规范化的仪式秩序。祭礼严格规定了祭祀中的主祭

权、祭祀对象、供品、服饰、庙宇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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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发生祭牲与等级身份不相称，那么这种祭祀就不符合“礼数”规定，就是僭越盗窃行为。“君子

牢而祭谓之礼，匹士牢而祭谓之攘。”[1]

三是通过祭祀服饰的差别来规范和强化统治集团内部秩序。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认为，身体是一

套通过外观、尺寸和装饰的属性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的手段，身体的意象弥漫在意义的结构

之中。因此，如果说仪式的基本功能是要规训人的身体，那么，装裱身体则是建立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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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古代中国祭祀仪式富有深刻的政治意蕴，“是礼的重要形式，它串联起文本和表演，使它们

成为权力话语形成的过程契机”[1]，“从宇宙天地领悟到的人间秩序，在仪式中被固定下来”，“仪式通过

一套一套的象征确认并强调这种秩序的天然合理与不可置疑，它给人们提供了价值的依据，而象征的

反复使用，则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意识，即象征的秩序就是世界的秩序”[2]。因而，从抽象的“意

义”层面来看，君主通过祭祀仪式以及对象征系统的使用、说明与解释使其从祭天的神圣性中汲取政

权的合法性；而从具体的“表演”实践和身体层面来看，君主又借助祭祀中的象征和“礼数”即所有富有

象征意义的程序和内容来实现统治集团内部身体和空间上的差序化和等级化，并将这种差序通过祭

礼加以规范化和合法化，或更确切地说是将礼制典籍和精神转化为现实，使礼制在祭祀这一特定场域

中得到反复刻写与体化，建立起礼仪权力网络的空间等级，突出君主的无上权威，以此建构和巩固政

治秩序，达到“治天下”的目的。

二、士人层级秩序的象征性建构：修建孔庙、祭祀孔子与地方名儒

古代中国关于士人层级界定较为复杂，不同时期士人层级的构成有所不同[3]。随着西汉“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统治政策的推行，统治者将儒家学说与周公周礼融合，创制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儒家思

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体制，其中“礼”是儒家伦理思想的

内核。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受命于天”的最高政治理念将皇帝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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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理想道德人格的代表符号，因而祭孔对儒士来说极富象征意义。从文化霸权理论的角度来看，显

然，统治者就是要通过祭孔活动获得统治集团对士人层级的文化领导权，将“道统”纳入“治统”之中，

建构士人层级秩序，以此攫取对士人层级的普遍控制权。

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修建孔庙和祭祀孔子活动来建构士人层级秩序。李向平曾指出：“将神

祇的设立形式与现实权力的需要相互对应，神祇的设立不是依从于宗教本身的需要，反而是常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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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底层社会秩序的象征性建构：伦理教化、祭祀先祖与改造吸纳其他信仰

相较于统治集团内部和社会精英层级而言，底层社会和民众处于权力的边缘，祭祀在传统国家中

由于只限于极少数人的积极参与，这造成了底层民众与政治生活相“疏离”[1]，因此，无论是“道统”还是

“治统”似乎皆与底层无关，这样看来，权力也似乎在底层出现了“失灵”。但吉登斯认为，这种“疏离”

绝不是隔绝。这是因为“仪式需要观众，并且希望能够达到让观众产生政治认同的效果。也就是说，

尽管由于古代国家祭祀仪式的‘封闭性’，一般的民众不可能现场参与，但鉴于政治仪式的展示性、象

征性之目的，民众事实上是潜在的‘在场’”[2]。同时祭祀所展演的一套礼制秩序演化为更为具体的伦

理教化，并被统治者下移至底层社会，成为全社会普遍遵守的规范。此外，统治者还非常注重“地方性

知识”，通过或吸收或改造成熟的地方性知识，架起沟通“知识”与“权力”的桥梁，灵活地运用民间信

仰、宗族祭祀等符号资本有效地将底层社会整合进国家权力体系之中。因此，统治者对祭祀活动灵活

地运用有效地将底层社会和民众纳入国家权力管控范围，实现普遍支配，成功地建构了底层社会秩

序。这主要表现在推行伦理教化、祭祀先王先祖与改造吸纳其他信仰等三个方面。

1. 推行伦理教化

统治者通过祭祀推行伦理教化之义，建构宗教伦理和社会秩序，为底层民众提供道德准则。《礼

记·祭统》有云：“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

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

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

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

之本也已。”[3]这里可以看出，祭祀所要实现的教化核心就是要人们遵守孝道，即遵从君王和孝顺长

辈。而“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4]。因此，逻辑地推演，孝顺长辈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忠君的目

的。另外，祭祀也能生产出统治者所希冀的社会秩序。《礼记·祭统》指出：“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

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

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5]概而言之，祭祀建构了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双重秩序，规

范并强化了统治层级内部、士人层级以及底层社会的秩序。

2. 祭祀先王先祖

一是祭祀先王，即统治者通过祭祀先王实现对底层社会的控制。汉朝时，本来按照“《春秋》之义，

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但汉朝成立之初，仍然在地方设置了郡

国庙，以供祭祀先王之用。对这种有违仪礼之道的做法，汉元帝解释道：“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

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6]也就是说，由于“对于地方的支配力尚不稳固，故在诸

先帝曾亲自到过的地方建立起这些皇帝的祭祀所，希望藉由此祭祀所与地域社会之间所建立的祭祀

关系，再加上皇帝之威灵，以镇嚇住地方”[7]，最终实现“一民之至权”的目的，因此，“往者有司以为前因

[1]〔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6页。

[2]程万里：《基于宗庙祭祀场域的图像形态及其功能研究》，〔南宁〕《学术论坛》2012年第12期。

[3][5]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下，〔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37页，第738页。

[4]胡平生译注：《孝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页。

[6]〔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48页。

[7]甘怀真：《中国古代郊祀礼的再思索：西汉成帝时的郊祀礼》，载刘增贵主编：《法制与礼俗（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

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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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而立庙，将以系海内之心，非为尊祖严亲也”[1]。这里可以看出，当统治集团面临统治危机之时，君

王可以僭越礼制秩序，借助象征最高权力秩序的先王宗庙下沉至地方以实现对地方社会和民众的控

制。这一方面反映出古代统治者对权力象征符号的灵活运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祭祀的工具性价

值要高于其神圣性和伦理性价值。

二是祭祀祖先，即国家与地方共谋，要求人们通过履行祭祖的义务来享有继承家产等权利。祖先

崇拜源自宗族信仰，人们相信，本宗族的创立者“在亡灵的国度里拥有巨大的权力，能够控制身在尘世

的本族人的生活和命运”。英国传教士麦嘉湖考察中国社会后曾指出：“如果我们搜遍中国的每一个

社会层级，以找出一种影响和支配所有层级的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一力量应该是祖先崇

拜。在信仰的领域，暂时还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取代它的位置。”[2]祭祖是祖先崇拜的重要仪式，且礼制

对祭祖赋予了政治伦理意义，将忠孝与国家紧密联结。但除此之外，国家还将祭祖活动礼法化，以礼

法的形式将其固定为宗族子孙继承财产而必须履行的义务，以此规范社会秩序。明清时期中国华南

地区的宗族祭祀就是典例。科大卫以南海关氏宗族的关敏庙为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明王

朝的里甲行政安排，使宗族礼仪规则、例如子孙继承规则，具备了法理的意味。因此，编户登记就成了

分配田产的手段。‘户’一旦被赋予法律定义，则子孙继承也将受到影响，因为法律容许人们操纵过继

来控制田产。但是，子孙继承附带有祭祀祖先的义务，因此，有关田产控制权的法律细节，是能够、并

且也经常是通过礼仪条文而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子孙后代必须通过履行祭祖的义务才能真正享

有家族田产的控制权。因此，“对一个宗族成员进行定期祭祀，再把这定期祭祀安置于宗族的脉络里，

对于王朝——乡村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远非单纯符号这么简单”[3]。

3. 改造吸纳释、道以及民间信仰

改造或吸纳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在祭祀过程中营造“国家的在

场”，以控制底层社会及民众。“一个神祇，即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符号；一个祭祀对象，也是一个社会群

体的中心价值的呈现；一个神祇的神圣力量，同时能够转换成为世俗社会的统治权威。”[4]布迪厄曾分

析指出，符号权力通过符号资本发生作用，“符号权力并不以某种‘实施性力量’的形式处在‘种种符号

系统’之中，它被界定在实施权力者与服从权力者之间的既定关系之中，并通过这一关系得到界定。

也可以说，它被界定在信念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场域结构自身之中”[5]。按照布迪厄的观点，民间宗教

信仰就是一种符号资本，统治者通过垄断符号资本，即将佛、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纳入国家祀典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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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来的王朝统治秩序。为维护政权的稳定和统治的合法性，少部分统治者发动过毁灭佛法的事

件，如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之厄”，但大部分统治者还是基本按照儒家的“神道设教”的治国

理路，灵活地将佛教和道教吸纳进了国家意识形态之中，并对其教义等加以改造，最终形成了儒释道

并存的格局。在祭祀场域中，佛、道教中的图腾与原先儒家正统祭祀体系中的天神地祇、祖宗先王共

同成为祭祀的对象。如此，古代统治者将底层民众的宗教信仰纳入正统的轨道，将底层信仰变为国家

控制底层社会和民众的重要工具。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释、道被官方所吸纳，但这依然不能撼动儒作

为治国之典的正统地位。

二是管制或吸纳民间信仰祭祀活动。对于底层民众而言，除了佛、道二教以外，民间信仰也层出

不穷，且每个地方神祇信仰信

，

“

“

“

“

，


